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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女医论述与女医群体: 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1)

                                                       赵婧(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摘要】: 在中国近代的妇女解放思潮中，女医生常常与女教师、女职员相提并论，被认为是最适
合女性从事的职业之一。女子学医最初被置于西医东渐的脉络下，夹杂着对域外文明的憧憬与想
象。随着女权主义观念的传播，女子学医逐渐成为女学的一个门类，并与国族、女权等话语发生
联结。女医相较于其他女性职业的优越性被不断论证，兼具了职业与家庭的双重责任。近代女医
论述表明社会期望出现更多的女性医疗从业者，而医学传教教育与中国医学制度化使得女医群体
数量不断增长。上海是中国近代女医教育、从业的最重要的集聚地之一，很多女医的生平活动都
与上海发生关联。她们通常占据了独特的医疗领域，如妇科、产科、儿科，其执业状态往往与其
所处的同僚关系与顾客网络密切相关。本文拟以上海为中心，初步考察女医群体如何兴起、发
展，并构建医疗知识与实践的网络。
【关键词】: 女医群体，医学教育，社会网络

I. 近代女医论述：从西医东渐到妇女解放

  在传统中国社会，女性医者提供了男性医者所不能提供的服务，这种社会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性别隔离所造成的。自宋代以后，这种区隔日益严格。宋代以前，不论是拥有各科经验的“三
姑六婆”，还是具备特殊技能或处方的女医，时常出现在文人著作或地方志中。尽管在这些论述
中，女性医者的身份与地位通常是隐晦不明的，但事实上，女性医者满足了各种阶层的女性就医
需求。2)明清时期，尽管男性文人或医者对这些女性医者不断抨击斥责，并试图采取控制，但由
于反对女人进入公共领域的理学在12世纪后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更为严格的性别隔离，反而促
进了对治疗女性疾病的女医的需求。3)

  19世纪中期以后，在迅速生成与转变的各种社会思潮中，女医及其形象浮出历史地表。在妇女
解放的呼声中，女医生常常与女教师、女职员等女性职业相提并论，被认为是最适合女性从事的
职业之一。作为妇女解放的代言人，女医及其演变被纳入女权话语，获得了更为凸显的身份与地
位。女子习医、女子业医等言论应时而出，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女权运动与妇女解放的成功。
近代社会变迁催生了包括女工、女教师、女记者、女律师、女电影明星、舞女、女招待、女职员
等在内的多种女性职业。其中，女医生（包括中医和西医）、护士、助产士等女性医疗从业者，
因其与新知识、现代性的高度契合，成为众多新女性的职业选择。
  19世纪中叶以后西国女医的到来，为中国社会提供了重新审视女医群体的契机。1879年的天
津，李鸿章夫人莫氏病重。李鸿章根据西医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的建议，从北
京请来美以美会的女传教医生赫慧德（Leonora Howard）到李府施治，两个月之后李夫人病
愈。4)此后，赫慧德在天津设立女医院，并于1882年至1883年间至少3次为李鸿章夫人及母亲治

1) 会议论文初稿，请勿引用。
2) 梁其姿撰，蒋竹山译：《前近代中国的女性医疗从业者》，李贞德、梁其姿主编《妇女与社会》，北京：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6页。
3) 〔美〕费侠莉著，甄诚主译：《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240-241页。
4) 王秀云：《不就男医：清末民初的传道医学中的性别身体政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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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皆“妙手回春”、“手到病除”。5)此后，“闻津沽数女医无闲暇，华人之就医而乞药者，接踵而
至，且有医所二处，亦归其管理也”。6)此报道出自寓津西人，描绘了在华西国女医执业的繁忙景
象，从某种程度上昭示了西方医学为华人所信服，且大获成功。
  西国女医的“成功”为国人提倡女子习医提供了理据，女子习医开始被置于西医东渐的脉络之
下。晚清媒介对西国女医的“神技”大加赞赏，她们无疑代表了西医的先进性与专业性。上海西门
妇孺医院的女医瑞福斯奈德（Elizabeth Reifsnyder）向世人展示了西医的优越技艺：“西国女医
名丽盈始乃逗者，妇科其专门也，而旁通外科。有徽妇生一瘤，其大无匹，就医于虹口之同仁医
院，女医按之曰，是可治。出利刃而剜之，下敷以药，匝月而愈。”7)

  同时代的美国培养了一批瑞福斯奈德式的女医。其中最有声望的当属伊丽莎白·布莱克维尔
（Elizabeth Blackwell），她于1849年获得医学博士（M.D.）学位，成为美国现代医学史上第
一位拥有该学位的女性。布莱克维尔毕生都在致力于女子医学教育，努力打通高等女子医学教育
之门，并使女性获得执业资格。一位国人以其域外经验反观中国，论述培养中国女子习医的必要
性：“美国（职业）妇女……不可以车载斗量，而其尤多者为医业。中国妇女业医者，竟不常
见。”此位国人曾在杭州、绍兴两地各遇见女医一人，表示虽然难免孤陋寡闻，但是推测中国女医
数量定不如美国之众。究其原因，乃在于女子的行动范围被限制于家庭之内。8)1896年，《申报》
上一篇题为《劝妇女习医学说》的文章直接将女子习医与振兴中国医学联系起来：“中国既有志振兴
医学，其可令妇女而不习为医哉！”9)

  与此同时或稍晚，女子习医逐渐融入女权话语，女医越来越被视为一种职业，可以使女子从“分
利”转向“生利”，自助而后助人。在《劝妇女习医学说》发表的同年，梁启超完成了《记江西康女士》
一文，不仅对留学美国的女医康成做了传记性介绍，更想象了康成与另一位女医石美玉在美国密
歇根大学的毕业典礼场景。在康成身上，梁启超表达了对女性负笈求学、扬我国威的敬仰，亦描
绘了中国二万万女性进入公领域的愿景。10)而作为晚清革命女权的最有力的代表者，秋瑾通过她
未完成的自传体弹词小说《精卫石》建构了女性进入公领域的实践路径。在书中的一个章节中，她
描写了西方国家男女同入学堂，女子从事各种工作，表达出对欣羡之情。11)此外，秋瑾在其唯一
一本译作《看护学教程》中，号召女子学习看护，借此阐发了异于革命的另一条女权路径：并不强
调女子与男子的同等地位或权利，而是基于女子“紧密周致”的天性，发挥其家庭与社会的双重职
能。12)

  在“五四”以后的妇女解放话语中，女性特质决定女性适于习医的逻辑持续回响，强调并具化了
女性肩负的家庭与社会双重责任。女医相较于其他女性职业的优越性被不断论证。女子习医愈发
明显地兼具了职业（救济人群）与家庭（操持家务）的双重意涵。娜拉出走或女子就业带来的诸
如教养儿女、操持家务等家庭问题，成为思想界“妇女回家”和“贤妻良母”争论的核心。尽管女性
就业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其家庭角色，但女医却可以借由其医药知识与慈爱心肠，弥合二者之间的

期，2008年，第30页。
5) 《西女精医》，《申报》1882年3月2日；《西医赴鄂》，《申报》1882年3月31日；《求医孔亟》，《申报》1882年

12月20日。
6) 《女医道行》，《字林沪报》1883年1月4日。
7) 《着手成春》，《点石斋画报》乙集十一期，1910年。
8) 《论美国妇女之勤》，《申报》1889年4月22日。
9) 《劝妇女习医说》，《申报》1896年5月10日。
10) 梁启超：《记江西康女士》，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9

页。
11) 秋瑾：《精卫石》，秋瑾：《秋瑾诗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15-216页。
12) 秋瑾：《看护学教程·绪言》，秋瑾：《秋瑾诗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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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
  自晚清至民国，女医不仅在数量上逐渐增加，她们公开发表的有关女子习医或业医的言论亦不
断增多。其中，就业与家庭之关系问题不仅回应了“五四”思想界对变化社会中女性角色的讨论，
更凸显了女医在执业过程中所遭遇的切实困惑。与男医生相比，女医生普遍结婚晚，独身者多。
在某些情况下，独身可能是女子习医的前提条件，也可能是执业女医应对同行竞争或践行个人信
仰的个体选择。13)对于那些抱持独身主义的女医而言，救济人群与操持家务之间的平衡问题自不
在讨论之列。而那些已婚或向往婚姻生活的女医者，对自身在家庭内外所担当的双重角色表示怀
疑或焦虑，对女医该不该结婚的讨论始终是女中医刊物的热点话题。14)一些女西医因时常陷入职
业与家庭之间的矛盾之中，而不得不做出取舍。鉴于家庭与事业难以两全，女医生有时会现身说
法，告诫在中国现时的社会条件下，女子不大适合学医，15)也有一些婚后不再行医的例子，16)女
子习医论为女医描绘的理想前景很难转化为双赢的现实，执业女医同时经受着职业的解放与束
缚。

Ⅱ. 上海女医群体：医疗知识与网络

  尽管对“娜拉出走”后的争论与焦虑仍不时被提及，但在20世纪20、30年代，确实有更多的女性
走出家庭，从事各种社会职业。以上海为例。上海是近代从业妇女人数最多的城市，最早主要是
工厂女工。1920年，当时75万左右的上海妇女中，有正当职业者约有30万之众，约占整个女性人
口的近一半。其中，教师、医生职业人数虽少，却排在最前面，被称为“很有价值的生活”。17)

  与此相应，执业女医的数量亦不断增多。再以上海为例。上海是中国近代女医教育、从业的最
重要的集聚地之一，很多女医的生平活动都与上海发生关联。在1909年的《上海指南》中，张竹君
是仅有的四位著名华人西医中唯一的女性。1925年《上海商业名录》所统计的中、西女医约有20余
个。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这一数字上升至350个左右。其中，上海市区开业西医女性与男性的
比例几近1:10。18)

  女子习医或业医成为可能，首先得益于女子医学校的创办，以及综合医学院向女性敞开大门。
早期女子医学教育主要在教会医院中展开，来华传教医生培养女性医护人员，不仅为了拯救“迷信
异端、深投罗网”的中国姊妹，也是满足以少数医者应对众多女性病患的实际医疗需要。19)这种早
期的女子医学教育形式通常是松散的，直到女医学校的创办，女子习医才开始制度化的进程。自
晚清至民国，专门招收女生的医学院有上海女子中西医学院、广州夏葛医学院、北平协和女子医
学院、上海女子医学院等等。据1916年的一项调查，中国学医学生人数在1940人左右，其中129
人为女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6.6%。20)1922年，中国教育委员会报告提出：“促进女子医学教

13) 何小莲：《近代上海医生生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0-338页。
14) 章元：《民国女医的性别焦虑与身份认同——以民国女医刊物为中心的分析》，《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27-28页。
15) 黄为之：《他是怎样成名的——访周穆英医师》，《现代妇女》第5期，1947年，第14-15页。
16) 杨步伟：《一个女人的自传》，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
17) 曙梅：《上海妇女的生活》，《新妇女》第1卷第1期，1920年，第26-29页。
18) 何小莲：《近代上海医生生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1-312页。商业名录中的女医数

字或来自卫生行政机关根据申领执照者的统计，执业女医的实际数量要高于此。但女医与男医的数量比
例基本属实。1936年的上海医师公会中，会员计344人，其中女性医师33人，女、男医师人数比例亦约
1:10。参见《上海医师公会会员名录》，档号Q6—18—298—1，上海档案馆馆藏。

19) 富马利撰，敖宇润译：《论支那女医》，《岭南学生界》第5期，1905年，第190-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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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不在保持固有之女子医学院，而在使女子在男女同学之医学校有同等之机会。”到了1933
年，中国男女同招的综合医学校有25所，在校女生619人，约占学生总数的16.9%。21)在将近20
年的时间里，伴随着医学教育的拓展与学医人数的增加，女性医学生的比例亦有所升高。
  具体而论，女西医的来源则包括教会医院培养，留学归国，国内医学院校毕业，或国内毕业再
赴国外进修。此外，尚有学习中医出身、兼习西医者。而中国近代的女中医养成不仅延续了拜师
习医的师徒制，同时还增加了女中医学校这一新式教育形式。学校教育使女中医的培养目标不再
限定于家族内的知识流传或特定阶层的医学活动，而是与女西医一样，遵从规范的现代教育模式
与服务人群的宗旨。
  海外留学归国的女医，通常拥有更多的医疗与社会事务，更高的社会声望，以及更大的社会活
动空间。金韵梅、石美玉、康成与许金訇，这四位晚清最早赴美习医而后归国的女医，被不断塑
造为近代新女性的代言人，她们的行动与事迹一直是媒体争相报道的主题。而她们的后继者从美
国各地归来，以医学精英身份顺利占据了大型医院、政府卫生部门、女性社会团体的各种职务。  
  上海近代最大的妇产科专科医院——西门妇孺医院（今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成为这些留
美女医生的大本营，倪逢生、葛成慧（密歇根大学毕业）、邝翠娥（康奈尔大学毕业）、王淑贞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等都曾在此行医，同时兼任医学院教授。上海市卫生局作为现代政府
管理职能推行者，也聘请她们为现代卫生行政的执行人。沈骥英（康奈尔大学毕业）对于上海乡
村卫生问题、高桥卫生模范区建设、节育诊所指导，陶善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对于女子
医学教育问题、上海卫生局卫生试验所，皆贡献良多。
  留日女医是另一个较大的女留学生群体。成立于1900年的东京女医学校（1912年更名为东京女
子医学专门学校），至1927年，至少录取了67名留学生入校学习。其中，广东省留学生最多，其
次为福建、浙江、江苏等省。22)经过四至五年的医学教育后，一些女医会选择到北京、上海、浙
江、福建等地开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她与同学李韵娴1914年入学，后于
1919年回国，在北京开办森仁医院，杨步伟婚后则放弃医业。而比杨步伟早五年入学的熊雪松，
回国后则一直活跃在江浙一带的医疗领域，在南通、镇江、无锡、上海等地创设女医学校、医
院，直到1928年在上海卷入一起产妇死亡的医疗纠纷后，逐渐销声匿迹。23)

  随着本土医学教育的拓展，女医学校以及综合性医学院都将女医培养作为发展中国医疗卫生事
业的重要目标。1905年，张竹君与沪上士绅李平书在上海共同创办女子中西医学院，张竹君教授
西医，李平书教授中医，意在培养贯通中西医的女性医者。该校招收14~23岁的女生，正科五年
毕业，预科六年毕业。1909年，李平书集资建成南市上海医院，附建有校舍，女子中西医学院遂
迁入，改名为上海女医学校。24)尽管该校的医学课程设置、教育水准并不尽如人意，但在一定程
度上奠定了女医教育的基础，成为女医日后留学深造或进入国内综合医学院的跳板。有名的例子
就是沈郑浩，她在丈夫沈泊尘（画家）离世后，进入上海女医学校学习，后东渡日本深造，并在
男性友人的帮助下，开始执业。张竹君后于1916年在上海创办富华女医学校，延续了女子中西医
学院的模式。
  而教会医学院则通过女医学校的整合，对女医教育提出更高的目标。1920年，美国基督教女公
会将苏州女医学校迁至上海，为与西门妇孺医院合并做准备。1924年，上海女子医学院（亦称上

20)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21) 陶善敏：《中国女子医学教育》，《中华医学杂志》第19卷第6期，1933年，第852、856页。
22) 周一川：《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1872~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

183-184页。
23) 《申报》1928年12月18日。
24) 《上海医院落成志》，《申报》1909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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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督教女子医学院，The Shanghai Union Christian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正
式成立，该校在美国立案，以西门妇孺医院为教学实习医院，“正科入学资格，须在大学校毕业，
或肄业二年以上者，四年毕业，毕业后在医院实习一年，始授证书”。25)

  值得指出的是，近代上海医疗市场鱼龙混杂，所谓“女医”在教育背景方面千差万别。很多自称
“女医”者，并非经过正规医学教育的女医师，而是未经政府登记的个体开业者，或是医疗辅助
者，如护士、助产士。助产士人数众多，大多毕业于杭州广济医专以及上海同德、中德、人和等
四个助产学校，她们自称“产科女医生”，遭到卫生局的公开禁止。26)很多时候，不同女性医者之
间的界限并不是清晰可辨的，只有当医疗纠纷发生时，无照执业或冒充女医师诊疗的情形才得以
暴露。
  如前所述，上海是中国近代女医教育、从业的最重要的集聚地之一。曾有江西某省立助产学
校，委托上海职业指导所，招聘医长一人，“须在国内外医专或医大卒业之女医师”，27)可见上海
吸引了众多女医前来求职，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女医中转站的角色。除留学回国、上海本埠培养
的女医外，广东、福建、江浙等地的女医也常常会选择来沪开业。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战乱
时期，上海亦成为各地女医的避难所。与此相应，她们通常也更倾向于在这些省份的移民聚居区
开业，或在同乡会性质的医院中就职。“女西医卢月勤向在广州佑生医院充妇儿科主任，及在官窑
钟村等处，设立接生医局，去腊避乱来沪，设日勤医局于北四川路克明路天寿里八十号，并就南
京路抛球场沪江医院女医席，现卢女医士以沪院接生，索费多奇昂，贫家不敢问鼎，特发宏愿，
在海宁路广肇医院当义务接生医生。”28)

  总体而论，近代上海女医除了少数精英在诸如西门妇孺医院、尚贤堂妇孺医院、仁济医院、广
仁医院等大型医院执业外，大多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在里弄内自设诊所。同时，她们也会选择在
药房、医院、公所、协会等机构和组织处兼职。如活跃于20世纪20、30年代的陈竞芳，毕业于同
德医学专门学校，1925年与人合组诊所于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对面福源里，临时法院上诉院推事夫
人难产、英美烟草公司买办小儿惊厥，“均为该女医师治愈”。此外，她还在宝隆药房、红十字会
时疫医院、姊妹妇孺产科医院、锡金公所、联益善会等多处兼职。在积累了十年的行医经验与顾
客资源后，陈竞芳在法租界霞飞路嵩山路仁和里开设了分诊所，宣称“专治月经不调、肝胃气痛、
腰酸、腹疼、白带、不孕诸症”。29)

  与药房合作，在药房设诊，也是女医开业的重要形态。包括五洲药房、华英药房、中法药房、
华美药房、华德药房、集成药房、宝隆药房、中西药房、利济药房、普利药房、金汉药房、金鹰
药房等在内的近代沪上各大药房，都会聘请女医坐诊，以推销药品。

<表一> 沪上药房设诊女医举要

25) 《妇孺医院新设女医校学校》，《申报》1924年6月24日。
26) 《产科女医生联合会之新组织》，《申报》1927年11月21日。
27) 《职指所征求人才》，《申报》1933年9月3日。
28) 《申报》1926年8月6日。
29) 《女医陈竞芳设分诊所》，《申报》1935年8月30日。

药房 女医姓名 药房 女医姓名
五洲大药房 黄瑞英，程立卿，杨素珍 华英药房 张梅岭，陈毓秀
集成药房 黄琼仙，张梅岭 利济药房 林惠贞
华美大药房 倪逢生 中法药房 汤美琳
宝隆药房 陈竞芳 华德药房 瞿亚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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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以个体身份在各种医药机构和组织中行医，女医群体通常采取的开业策略是与同僚合作，
共享诊疗空间与顾客资源。由于女医独特的性别身份，女女合作更有利于同性同僚在特殊医疗领
域的互助，共同稳固并延续医疗业务。女医学士张瑞彬、叶为彬毕业于南洋医科大学，擅长小儿
科、妇人科、花柳科、产科，“学术精良，经验宏富”，共同任职于福民医院，并合组诊所于吕班
路霞飞路普利药房楼上。30)著名女医黄琼仙1925年出访欧洲，并回母校加拿大多伦多医科大学考
察。其离沪期间的医疗事务，全权由在诊务上辅助她多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医院的女医张梅岭
负责。31)

  而为了招揽女性病患，扩大顾客网络，男性医者也会主动联合女医共同执业，将女医纳入经营
多年的事业版图中。男医自身的业医经验对男医治女病的诸多不便深有体会，特别是在妇科、产
科等领域，因此，在医院内实行男女分治，被视为招揽女性病患的重要手段。名医杨钟甫创办的
平民疗养院鉴于贫民产妇增多，特聘女医王慧珍专门负责产科。32)曾在南市公立上海医院任内科
主任的黄祥甫自设医院后，邀请女医杨訒言主理产科。33)也有男女同学联合开业的例子。同毕业
于中国医学院的内科中医顾兆奎与妇科女医谢斐予，1932年在老西门合组诊所。34)

  上述合组诊所或联合执业的女医开业形态，一方面印证了女医群体数量与职业空间的扩大，另
一方，亦表明社会关系网络对女医执业的支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女医在宣传自身医技精良、
经验丰富的时候，各界社会名流的背书（endorsement）也是女医广告语中的标准配置。在女医
陈志方的广告中，虞洽卿、王晓籁、黄金荣、杜月笙、王一亭、潘公展等沪上名流，以及余云
岫、庞京周等沪上名医，均以介绍人的身份署名。而在名人背书之外，陈志方的家庭关系——大
律师陈永霖之女亦为其女界精英身份增色不少。35)

  家庭关系对于女医个体在职业选择与塑造上的意义，在女医瞿亚宏身上更为凸显。其父瞿绍
衡、母姚英乃皆为上海著名产科医生，同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姚英乃于1916年任上海医院
产科主任，后在北平创设瞿氏夫妇医院。经瞿绍衡之兄瞿绍伊推动，1933年瞿氏夫妇将医院南迁
至上海法租界宁波路，更名为生生医院。36)身为次女的女瞿亚宏同样选择投身医界。她分别于
1929年、1935年毕业于北平女子产科学校、上海同德医学院毕业，后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亦继
承父母的医学专业，专攻产科，回国后在上海小沙渡路寿民医院担任产妇人科主任。37)在一件产
科医疗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瞿绍衡带女儿到产妇家解决难产的情形，并有意为其提供医疗实践
的机会。38)

  此外，姐妹共同习医且业医的例子，也凸显了家庭关系对女医个体确立职业志向、拓展医疗业
务的影响。前述黄琼仙的合作伙伴张梅岭，其姐姐张梅影亦是赴美留学的女医。1929年张梅影自
美国归来，与妹妹合组诊所，以电机电光手术治疗风瘫、惊风、肺痨以及四肢不遂等疑难杂
症。39)张竹君的妹妹张湘纹受姐姐影响，创办人和产科医院以及人和助产学校，终身为产妇服

30) 《两女医家海上悬壶》，《申报》1931年1月25日。
31) 《黄琼仙女医生赴欧游历》，《申报》1925年1月29日。
32) 《申报》1937年10月31日。
33) 《申报》1926年11月18日。
34) 《申报》1932年6月5日。
35) 《介绍陈志方女医师》，《申报》1927年10月13日。
36) 《产科专家瞿姚英乃由平回沪》，《新闻报》1933年12月5日。
37) 《女医瞿亚宏设诊所》，《申报》1941年6月23日。
38) 《瞿亚宏女医接生救护母儿两命》，《申报》1935年9月12日。

中西药房 毕世珍 金鹰药房 李清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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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40)

  事实上，不论是接受医学院教育还是继承家学开业的女医，在自我宣传的过程中，都着意表明
其女性身份，以及对产科、妇科、儿科这些领域的精通。而像张梅影这样选择以新技术、新器械
治疗神经性疾病的女医并不多见。在性别隔离仍是普遍社会规范的历史情境下，女医更愿意选择
产科、妇科等作为自身的医学专业，从而获得了名正言顺进入公领域、解决其他姐妹所面临的私
领域疾苦的机会。
  相类似的，家庭医药也是女医经常强调的专业知识。留美女医博士黄惠光在静安寺路安乐坊设
立诊所，并在诊所内附设家庭儿童医药顾问社，指导儿童卫生、营养、调摄等问题，同时还担任
中华慈幼会的专职医生。41)再如留德女医苏曾祥多次在各种场合演讲有关儿童卫生的知识，并担
任中华慈幼会刊物《现代父母》的卫生顾问，通过知识传播而确立了其儿科医学权威的形象。
  在女医的性别身份与特质尚未凸显的近代早期，亦即新式女医群体产生之初，其医疗领域与对
象并无限定。例如石美玉在九江行医时期（1896~1920年）被认为是很好的全科医生，“当时的中
国女医生，是包办各种内外疾病的全才，不像美国的医生，是内外科分工精细的专家”。而康成在
南昌设立康济医馆，起初看病亦不分男女，后因碰到不少轻薄男子，很感厌恶，改而只看女病
人。42)由此而论，近代早期业医的女性在进入医疗领域之初，是并未专科化的全科医生，亦即尚
未成为专门的妇产科或儿科医生。她们治疗的对象男女皆有，但出于自身对社会性别规范的认知
与遵从，以康成为代表的女医转而只选择女性作为治疗对象。
  此外，女病人向女医生寻求帮助，或许并不局限于女性特有的疾病，还可能涉及内、外、皮
肤、五官、精神等方面的病痛。在现实中，仍可窥见女性医者的多种生存状态，其医疗实践呈现
出多样性。从各式各样的女医广告中可见，女医在接生、妇科、推拿、针灸、眼科、喉科、皮肤
花柳、仪式医疗等多种医疗领域，合法或不合法地从事各种医疗活动。

Ⅲ. 结语

  在近代中国，女子习医最初被置于西医东渐的脉络下，夹杂着对域外文明的憧憬与想象。随着
女权主义观念的传播，女子习医逐渐成为女学的一个门类，并与国族、女权等话语发生联结。女
子习医作为一种女权实践，被视为女子走出家庭、实现自立的重要途径，女医也与其他女性职业
一起，成为女权主义的代言人。同时，女医作为现代医学知识的吸纳者与传播者，被赋予科学之
名，其相较于其他女性职业的优越性被不断论证，兼具了职业与家庭的双重责任。
  近代女医论述表明社会期望出现更多的女性医疗从业者，而医学传教教育与中国医学制度化使
得女医群体数量不断增长。上海是中国近代女医教育、从业的最重要的集聚地之一，很多女医的
生平活动都与上海发生关联。她们通过亲朋挚友、医生同僚等社会关系，采取合作开业策略，游
走于各类医疗机构与组织（诊所、医院、药房、公所、协会）之间，构建自己的顾客网络，并利
用自身性别身份与特质，占据了独特的医疗领域，如妇科、产科、儿科。
  女医群体的开业形态与策略显示出同乡纽带、家庭纽带等传统社会关系仍在近代新兴职业群体

39) 《电疗专家张梅影用电治病》，《申报》1930年6月12日。
40) 寄洪：《女医师张湘纹访问记》，《妇女生活》第4卷第12期。
41) 《黄惠光女医博士诊所设静安寺路》，《申报》1936年7月15日。
42) 王惠姬：《中国现代化的推手——以留美实科女生为主的研究（1881—1927）》，台湾：中正大学历史学

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98-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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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中若隐若现，现代知识的传播与吸收恰是在这些既有社会关系网中得以实现。而女医主动利
用性别规范，采取性别优势在妇科、产科、儿科等特定领域的策略，为女医群体的发展开辟道
路，其结果是女医的执业领域窄化，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男女有别的性别规范。


